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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行知认为，“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生活教育”。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：是生活决定教育。语文教育与生活相融合，是生活教育理论在语文教育中的具体体现。
     一、与生活相融合的教材观
     陶行知认为：“中国的教科书虽以文字为中心，却没有把最好的文字收进去。”“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，而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，每课教几个字，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。”这种“以文字做中心之教科书，实便于先生讲解，学生静听。于是讲书、听书、读书便等于正式教育而占领了几乎全部之时间。它使人坐而言，不使人起而行。”这种脱离生活的教科书和教育，只能培养书呆子。他主张要以生活为中心，编写有丰富生活内容的教科书。“我们读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鲁滨逊飘流记》一类小说的时候，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，甚至于从早晨读到夜晚，从夜晚读到天亮，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。”这种引人的力量，来源于丰富的生活内容。“教育好比是蔬菜，文字好比是纤维，生活好比是各种维他命。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，好比是只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蔬菜，吃了不能滋养体力。”他用比喻来说明教科书与生活沟通的重要性。
   陶行知主张编写教科书要根据生活的需要。“经常共同需要的文字，可以编成课本。个别需要的文字，可以编成补充材料，以适应一地方、一职业或任何之特殊生活。”“教人的人不可死靠课本，他必定要运用补充材料及临时材料，以适应特殊及当前生活之需要。”陶行知还提倡尽量发掘和利用生活中的教科书。“先生是活的，书本到处有，只要活用他就有办法。”“一张发票，一张签诗，也可以当作教科书读。”“车站上的展览，码头上的壁报，电影院的新知识插片，茶馆里说书的革新，戏园里小丑说白的讽刺，市集上的公共演讲表演”，这都是生活的表现，都可作为教科书学习。
   陶行知理想的教科书，是以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为指导来编写的。这种教科书，一要“看它有没有引人动作的力量”，“引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一个动作的力量”；二要“看它有没有引人思想的力量”，“引人想了又想的力量”；三是“看它有没有引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的力量”，“引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”，即不断创新力量。
  二、与生活相融合的读书观
  陶行知认为，读书不是目的。“书本只是人生的工具之一种”，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。他反对为读书而读书，主张生活需要什么就读什么书。他给儿子陶晓光的信中说：“现在一般学校，只是把小学生一个个的化成书呆子。你可要学做事，学做人，不要做书呆子。做事的时候，要做什么就读什么书。”
他把读书人分做两类：第一种是不仅能读书识字，而且会运用书中道理。这是“活人读活书，字字如珍珠”。第二种像木鸡，整天读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，是“活人读死书，愈读愈变迂”。他倡导“读活人的书，做活人的事，过活人的生活”。
他认为，接受书本知识，要与生活经验相结合，这样学来的才是真知识。“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。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”；“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便是伪知识。”这里说的“经验”，指的是生活的体验和积累。他强调，只有“把别人从经验发生之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之知识上去”，才可以使知识得到扩充，生活得更加丰富。如果自己经验没有，书本知识是“与他无关的伪知识”。
   三、与生活相融合的写作观
陶行知认为，写作离不开生活。写作是生活的再现、反映、创造，要与社会生活、学生生活相结合，使写作变成学生积极参与、乐于参与的生活过程。写作是建立在生活需要上的训练，从整个人生来说，训练是一种手段，生活才是目的。
陶行知看到儿子的信像没有浆水的干橘，指出原因是“生活有些枯燥，意义不甚充足”。为了寻找创作的生活源头,陶行知提倡写日记，认为日记“是学做文章的一个最好方法”。因为日记是每天生活的写真，“每天的生活不同，就能够使每天的文字不同。要有活的日记，就要有活的文字记载。进步一定比以前死的‘作文’当然好得多。”坚持写日记，“便自然的产生出活的文章”。 
充实的生活，丰富的积蓄是写作成功的必要条件，只有从生活经验中得到启发，才能打开自己的写作闸门，因此需要引导学生到生活中去发现，去提取，去成文，去交流，这样更有利于思维的开放性训练，有利于提高写作的质量，有利于学生坚定写作服务于现实的思想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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